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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运河诗词是作为物质文化遗产的中国大运河的非物质文化形态, 也是大运河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 大运河诗词大多创作于唐宋时期, 主要描写作者在大运河上或运河之畔的所见、 所感, 表现其对

大运河的所思、 所想。 大运河诗词不仅像一把历史之 “镜”, 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大运河的存在状态与发

展变迁、 人们对大运河的情感寄托和价值判断, 而且也具有一种精神之 “力”, 通过影响乃至改变人们对

大运河的看法与评价, 推动大运河的保护、 利用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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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物质文化遗产, 中国大运河曾经在中国的政治、 经济上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 唐宋时期,
大运河一直都是连接位于江南的经济中心与位于北方的政治中心的交通大动脉, 其沟通了多个水系,
最终促使了中国水路交通网的形成, 运河也因此成为了一条经济大动脉。 而后, 随着运河经济、 生态

的发展, 在其沿岸也逐步形成了一种特定的文化———大运河文化。 大运河文化包括内、 外两个层面: 外

层为物质文化, 即运河本身及其衍生物作为客观的物质存在; 内层则是既基于物质文化又是其内在支

撑的非物质文化。 大运河的非物质文化除了产生于运河沿岸的独特手工艺、 食品制作技术等, 还有就

是与大运河相关的古诗词, 即 “大运河诗词”, 也主要创作于唐、 宋时代。
中国古诗词在唐、 宋最为丰盛, 这与当时沟通南北的大运河有某种联系吗? 笔者认为, 两者不仅有

联系, 而且还曾彼此影响、 相互作用, 由此, 才有那些独特的诗词佳句流传至今, 也才有今天我们所

看到的作为文化遗产的中国大运河。 从上述思考出发, 本文拟以中国大运河诗词为研究对象, 考察其

对大运河的直接或间接描写, 分析其中所表现的古代文人对大运河的感受、 认知和评价, 阐述大运河

诗词与大运河之间的 “互动” 关系, 以此论证大运河诗词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形态在整个大运河文化

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一、 “源” 与 “镜” : 大运河与大运河诗词

如前所述, 唐宋时期大运河作为连接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的交通大动脉, 推动了两朝经济与文化

的建设与发展。 恰恰是在唐宋时期, 中国的文学创作也达到了一个历史巅峰, 大批的文人墨客创作了

无以数计的文学作品, 而诗与词则是两朝文学的代表。 当时流传下来的大量诗词作品中, 有一部分是

直接或间接描写运河的, 抑或是文人创作于运河沿岸或运河之上的, 这便是笔者所界定、 在本文中讨

论的 “大运河诗词”。
由于一些诗词所描写的场景是否属于大运河, 或其情思是否发自大运河、 意境是否源于大运河, 还

有待进一步考证, 因此 “大运河诗词” 的确切篇数还难以统计, 但从目前已经确定的作品来看, 其内

容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为对诗人 / 词人途径大运河时所见之景和所生之情的描写与抒发; 另一类则

是对大运河开凿功过的评价以及相关思想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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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水系是唐、 宋人出行的重要交通, 因为乘船不仅比坐车舒适而且运河水系四通八达东南西北

均可到达。 著名诗人王安石曾在运河船上写下了经典名诗 《泊船瓜洲》: “京口瓜洲一水间, 钟山只隔

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 明月何时照我还?” 当时王安石是在退居南京 (古江宁) 时被宋神宗重新启

用, 将要赶往开封 (古汴京) 赴任, 然而开封位于南京西北, 诗中的瓜州 (即扬州) 位于南京东北,
王安石经扬州至开封岂非南辕北辙? 他本可由陆路直接去往开封, 又何苦定要经瓜州绕道而往目的地?
原因即如上述。 由此说明, 坐船从运河出行在当时不仅常见, 而且为人们尤其是诗人们所喜爱, 哪怕

为此绕道而多花时日也心甘情愿———按理说王安石适逢东山再起之际, 其到任之迫切心情可想而知,
却仍然如此———不过若非如此, 又怎会有脍炙人口的 《泊船瓜洲》 问世呢?[1]

大运河既然是一条为时人、 诗人所喜爱的交通河流, 它就必定承载了无数装满了乡愁与客愁的船

只。 开封人崔颢, 离家漫游二十载, 回乡之时兴奋无比, 与家乡距离越近, 其心情越愉快, 相由心生,
其所见之景亦变得美丽、 令人惬意, 淮河之水终于仿佛走到了尽头, 运河上的波涛也不再给人以压抑

或恐惧, 于是借景抒情, 写下 《晚入汴水》: “昨晚南行楚, 今朝北溯河。 客愁能几日, 乡路渐无多。
晴景摇津树, 春风起棹歌。 长淮亦已尽, 宁复畏潮波。” [2] 这便是乡愁和烦恼的结束, 温馨与幸福的开

始。 然而还有许多运河诗词, 描写的不是愁的尽头, 而是愁的开始与愁的高潮。 “独立长堤上, 西风满

客衣。 日临秋草广, 山接远天微。 岸叶随波尽, 沙云与鸟飞。 秦人宁有素, 去意自知归。” [2](1532) 这是

许棠游玩运河时 《汴下暮秋》 的愁; 被贬的欧阳修在运河上更是以一首 《自河北贬滁州初入汴河闻雁》
寄托内心愁绪: “阳城淀里新来雁, 趁伴南飞逐越船。 野岸柳黄霜正白, 五更惊破客愁眠。” [3]

乡愁与客愁的气息在大运河上弥漫, 与此同时, 离别之愁绪也布满了运河沿岸。 最著名的要数宋代

婉约派大词人柳永的那首 《雨霖铃 (寒蝉凄切) 》 了。 无论是写景还是抒情, 这首创作于运河旁的词

都到达了极高的境界。 都门外的汴水 (大运河) 畔, 正是这首词所描写的送别的场合。 不同于许多送

别诗词, 这首 《雨霖铃》 描写的是极悲的气氛, 没有欢声, 没有寄托, 忘却感激, 忘却勉励, 留下的

只有惆怅与愁绪, 引发了一句经典感慨: “多情自古伤离别”, 这是无奈, 也是悲哀。 托物言情, 广用

白描, 把一切感情融于百余个字, 又将百余个字化作一 “伤”, 通过 “伤” 表现了不舍、 留恋, “没有

了知己, 良辰好景皆为虚设, 千种风情也都无处倾诉”, 作于运河旁的这首词因其内容、 结构、 表现手

法之绝妙成为了千古绝唱、 传诵至今。 张先, 一位与柳永生活在同一时代的大词人, 对运河 (汴水)
也是情有独钟。 如他用女子口吻写情的 《江南柳》 “隋堤柳, 波急路尘轻”,[4] 写追忆送别的 《惜琼

花》 “汴河流, 如带窄。 任身轻似叶, 何计归得”。[4](115) 其后, 豪放派词人苏轼, 喜爱用词送别寄远,
其中也有多首是以运河 (汴河) 为背景的。 如 《江城子》 “隋堤三月水溶溶。 背归鸿, 去吴中”。[4](398)

北宋后期, 出现了另外一个擅长写羁旅漂泊的大家周邦彦。 他写旅途怀人的 《氐州第一》 “官柳萧疏,
甚尚挂、 微微参照”,[4](717) 写重游旧地的 《夜飞鹊》 “河桥送人处, 良夜何其”,[4](751) 以及 《兰陵王》
“柳荫直, 烟里丝丝弄碧” [4](738) 和 《尉迟杯》 “隋堤路。 渐日晚、 密霭生深树”,[4](744) 都把送别的地点

放在了隋堤之上、 运河 (汴河) 之畔。
其实, 许多古诗词所描写的景物与事件皆发生在运河之上, 但由于诗人没有点明具体地点, 其作为

“大运河诗词” 并不为人们所知晓, 这正是大运河诗词究竟有多少而难以准确统计的根本原因。
隋炀帝主持修建大运河, 其功与过一直饱受争议。 隋朝既是一个繁盛的朝代, 同时又是一个短命的

朝代, 开凿大运河对其必然有正面与负面的影响。 自古以来, 不少文人墨客对其进行评价。 有的认为

大运河是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 也有的认为大运河是隋以后朝代兴盛的有力保障。
白居易对于 “开河” 是彻底否认的, 他的古体诗 《隋堤柳》 着重描写了开凿运河的种种不利影响,

在他看来, 大运河无非是隋炀帝为自己消遣而开凿的, 劳民伤财, 最后导致了隋炀帝丧身亡国的结局。
“隋堤柳, 岁久年深尽衰朽。 风飘飘兮雨萧萧, 三株两株汴河口。 老枝病叶愁杀人, 曾经大业年中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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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业年中炀天子, 种柳成行夹流水。 西自黄河东至淮, 绿阴一千三百里。 大业末年春暮月, 柳色如烟

絮如雪。 南幸江都恣佚游, 应将此柳系龙舟。 紫髯郎将护锦缆, 青娥御史直迷楼。 海内财力此时竭,
舟中歌笑何日休。 上荒下困势不久, 宗社之危如缀旒。 炀天子, 自言福祚长无穷, 岂知皇子封酅公。
龙舟未过彭城阁, 义旗已入长安宫。 萧墙祸生人事变, 晏驾不得归秦中。 土坟数尺何处葬, 吴公台下

多悲风。 二百年来汴河路, 沙草和烟朝复暮。 后王何以鉴前王, 请看隋堤亡国树。” [2](1049) 自白居易起,
越来越多的文人加入到了 “评运河” 的文学阵营中。 当然, 也有人怀古而不评价, 如杜牧的 《汴河怀

古》: “锦缆龙舟隋炀帝, 平台复道汉梁王。 游人闲起前朝念, 《折柳》 孤吟断杀肠。” [2](1327) 有人则将

怀古与批判相结合, 如胡曾的 《汴水》: “千里长河一旦开, 亡隋波浪九天来。 锦帆未落干戈过, 惆怅

龙舟更不回。” [2](1655) 此时期的多数诗篇都不约而同地明确指出隋炀帝开凿运河是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
逐渐地, 随着大运河给人们带来的利益越来越明显, 越来越多的诗人、 词人开始对大运河开凿进行

辩证的评价。 皮日休在 《汴河铭》 中指出, 运河对于隋朝或许是过错, 但对于唐朝却是利与功: “隋之

疏淇汴, 凿太行, 在隋之民, 不胜其害也, 在唐之民, 不胜其利也。 今自九河外, 复有淇汴, 北通涿

郡之渔商, 南运江都之转输, 其为利也博哉! 不劳一夫之荷畚, 一卒之凿险, 而先功巍巍, 得非天假

暴隋, 成我大利哉!” [5] 他后来更是在 《汴河怀古 (二) 》 中大力赞扬了隋炀帝, 认为其修建大运河

的功不亚于治水的大禹: “尽道隋亡为此河, 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 共禹论功不较

多。” [2](1558) 无独有偶, 许棠在 《汴河十二韵》 中也提出, 隋炀帝修建大运河不仅仅是为了个人娱乐,
更是为了 “兼通楚塞” 与 “千里便” 的目的: “昔年开汴水, 元应别有由。 或兼通楚塞, 宁独为扬州。
直断平芜色, 横分积石流。 所思千里便, 岂计万方忧。 首甚资功济, 终难弭宴游。 空怀龙舸下, 不见

锦帆收。 浪倒长汀柳, 风欹远岸楼。 奔逾怀许竭, 澄彻泗滨休。 路要多行客, 鱼稀少钓舟。 日开天际

晚, 雁合碛西秋。 一派注沧海, 几人生白头。 常期身事毕, 于此泳东浮。” [2](1632) 然而到了五代与北宋,
评价运河的诗词落入了俗套, 缺乏创新, 其价值与意义不及初唐的批判与晚唐的辩证。

实际上, 大运河对于宋代的意义更为重大, 因为它使全国各地经济与政治的协调更加有效。 运河逐

渐成为了一条重要的粮食运输通道, 因此运河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更加密切了。 同时, 北宋政府也加大

了对运河的管理、 改造力度, 因为运河与黄河相通, 泥沙常常会聚在河底导致运河堵塞。 所以, 这段

时期虽然没有特别出彩的评价运河的怀古诗篇, 却出现了许多新颖的表现运河现实的诗词, 对治理运

河提出自己的见解。 石介认为运河之运输粮食的功能使得北宋时期在朝廷内掀起一阵奢靡之风, 因此

主张停罢漕运, 朝廷内实行廉俭政策, 各州不应再向朝廷供粮, 而应 “一州食一州”, 为此写下 《汴

渠》: “隋帝荒宴游, 厚地刳为沟。 万舸东南行, 四海困横流。 义旗举晋阳, 锦帆入扬州。 扬州竟不返,
京邑为墟丘。 吁哉汴渠水! 至今病不瘳。 世言汴水利, 我为汴水忧。 利害我岂知, 吾试言其由。 汴水

濬且长, 汴水湍且遒。 千里泻地气, 万世劳人谋。 舳鲈相属进, 馈运曾无休。 一人奉口腹, 百姓竭膏

油。 民力输公家, 斗粟不敢收。 州侯共王都, 尺租不敢留。 太仓粟峨峨, 冗兵食无羞。 上林钱朽贯,
乐官求要优。 吾欲塞汴水, 吾欲坏官舟。 请君简赐予, 请君节财求。 王畿方千里, 邦国用足周。 尽省

转运使, 重封富民侯。 天下无移粟, 一州食一州。” [6] 而梅尧臣的 《汴渠》 则主张不能停漕罢运, 而朝

廷应节约省俭、 杜绝浪费, 由此才能令百姓过上好日子: “我实山野人, 不识经济宜。 闻歌汴渠劳, 谩

缀汴渠诗。 汴水源本清, 随分黄河枝。 浊流方已盛, 清派不可推。 天王居大梁, 龙举云必随。 设无通

舟航, 百货当陆驰。 人肩牛骡驴, 定应无完皮。 苟欲东南苏, 要省聚敛为。 兵卫讵能削, 乃须雄京师。
今来虽太平, 尽罢未是时。 愿循祖宗规, 勿益群息之。 譬竭两川赋, 岂由此水施? 纵有三峡下, 率皆

粗冗资。 慎莫尤汴渠, 非渠取膏脂。” [7]

由上可见, 隋朝灭亡之后的初唐时期诗人们对于运河的评价是弊大于利; 晚唐时期人们开始感受

到大运河给自己带来的益处之大, 因此对其评价为功大于过; 宋朝开始, 运河与政治、 经济的联系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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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紧密, 其导致的问题也开始展露于眼前, 于是文人们开始对改造运河提出建议。
总之, 不论是对途经大运河时所见之景和所生之情的描写与抒发, 还是对大运河开凿功过的评价

以及相关思想的表达, 大运河诗词创作始终都是围绕运河与运河沿岸的生活、 政治、 经济等而展开的。
由此可见, 作为非物质文化的大运河诗词如同一把多面的 “镜”, 对大运河这一物质文化进行了多角度

的反映。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 又可以说, 正是独一无二的大运河创造了独一无二的 “大

运河诗词” ———物质文化归根结底是作为一种独特 “镜像” 的非物质文化的 “源”。

二、 “动” 与 “力” : 大运河的发展与运河诗词的推动

前文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 阐述了作为物质文化的大运河对其非物质文化形态———大运河诗词的影

响和作用: 大运河诗词的内容、 形式乃至其存在本身和发展趋势都离不开大运河的开凿、 功能的逐渐

完善及其与社会生活关系的进一步密切。 但是, 非物质文化与物质文化的影响通常都是相互的, 大运

河能作用于大运河诗词, 那么大运河诗词能不能反作用于大运河呢? 也就是说,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大

运河, 会不会多多少少受到了大运河诗词这一非物质文化形态的影响呢? 如果有某种影响, 那么其原

因何在、 表现何在、 意义何在?
正如长城被称作凝固的历史, 中国大运河也被视为 “流动的历史”, 其形成的 “大运河文化” 也可

叫作 “流动的文化”。 “大运河文化” 不同于一般的 “运河文化”, 一是在于其多了一个 “大” 字, 此

“大” 之意义显示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 第一, 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目前为止最长的一条人造运河

(全长 1782 千米), 其沟通的水系 (钱塘江、 长江、 淮河、 黄河、 海河)、 跨越的省市 (四省二市) 也

极多; 第二, “大运河文化” 起源早 (从公元前 482 年吴王夫差开凿邗沟起)、 跨越时期多 (历经奴隶

社会、 封建社会、 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社会主义社会), 其历史囊括了中国社会的主要发展史。 二是

在于 “大运河文化” 具有中国的民族特色, 独一无二, 无可模仿, 没有雷同: 无论是其沿岸各地的食

品制作和刀、 剪、 剑、 伞、 扇等手工艺, 还是大运河流经地的诗词、 文章以及琴、 棋、 书、 画、 雕刻、
印石, 都是中国独有的特色文化。 “大运河文化” 既可以作为大运河开凿以来长期创造形成的必然产物

———一种社会现象, 也可以作为大运河流域及其沿岸社会历史的沉积物———一种历史现象; 既囊括了政

治、 经济等国家因素, 又包含了思维方式、 价值观念等社会因素。 由此, “大运河文化” 便同时具有三

种形态: 大众文化, 涉及生活习俗、 衣食住行; 高级文化, 表现为建筑设计、 文学创作、 艺术 / 工艺创

造; 深层文化, 如民族精神、 价值取向等。 显然, 大运河诗词作为文学创作其本身属于其中的高级文

化, 但其具体内容涉及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情感又在大众文化之列, 而其表达、 体现的则往往是作为深

层文化的思想、 精神和价值观。
以唐代诗人孟云卿的 《汴河阻风》 为例: “清晨自梁宋, 挂席之楚荆。 出浦风渐恶, 傍滩舟欲横。

大河喷东注, 群动皆窅冥。 白雾鱼龙气, 黑云牛马形。 苍茫迷所适, 危安惧暂宁。 信此天地内, 孰为

身命轻。 丈夫苟未达, 所向须存诚。 前路舍舟去, 东南仍晓晴。” [2](367) 诗人在这里借汴河 (大运河)
之景写自己人生之失意———先是风越刮越急, 接着白雾缭绕, 而黑云布满毫无生机的天空, 象征自己处

于人生低谷, 经历了失败, 前途也迷茫。 可诗人却并没有因此而沮丧, 反之, 他将 “白雾” 当作 “鱼

龙气”、 把 “黑云” 看成 “牛马形” ———即使人生再朦胧, 只要心有坚定的信念, 白雾也可以化作鱼

龙; 即使社会再黑暗, 只要心向光明, 黑云也会成为生机勃勃的奔驰的牛马。 紧接着, 诗人抒发内心

的情感: 失败与迷惘只是暂时的, 人生与大自然一样, 阴晴圆缺都是必然的, 何况自己的志向还没有

达成, 不能轻易放弃, 而要矢志不渝地坚持拼搏, 因为黑暗总会过去, 光明就在前方; 而前方的河与

路, 诗人甚至可以舍弃舟船、 车马而只身去闯荡, 因为身命与志向和信念相比, 是多么的卑微。 诗人

描写运河上所见之景象, 通过诗的形式反映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体现并表达了自己的人生态度与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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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 大运河诗词中所直接体现的人生观或世界观并非都是如 《汴河阻风》 这般积极、 正面的,
也有不少诗人在大运河上对人生表达了悲观、 消极的态度, 而从这种看似负面的态度中, 读者又能感

受到诗人对后人的劝慰与告诫, 这样一来, 这貌似悲观的诗词又变成豁达的作品了。 杜牧的 《汴河阻

冻》 这样写道: “千里长河初冻时, 玉珂瑶佩响参差。 浮生却似冰底水, 日夜东流人不知。” [2](1327) 诗

人用运河冰底的水比喻浮生, 写冰底水匆匆流过却不被感知, 比喻人生美好时光总是悄然逝去, 来无

影去无踪, 人还来不及察觉它便离去。 可人真的没有感知到青春的流逝么? 或者说, 人真的没有察觉

日夜东流的冰底水么? 人必然会察觉到的, 不然怎么会有 “玉珂瑶佩响参差” 一句呢? 可惜就算人对

时光与青春的逝去有所察觉, 这一自然事实永远也无法改变, 这又是多么可悲? 以乐景衬托哀情, 诗

人的无奈之情体现在这看似欢乐的景象中。 杜牧以诗表达人生观: 人生不就像冰底下的水那样么? 人

生一天天地过去, 可回头看却仿似什么都没发生、 未成大事, 而时间却悄悄流走了, 什么也没留下。
诗人勉励读者活在当下, 珍惜青春与人生, 不要让时间白白流逝, 更不要让人生充满遗憾。

许多大运河诗词都是这样, 在描写大运河、 寄情大运河的同时传达了对人生的思考与理解、 对事物

的认识与评价、 对社会的感慨与批判, 因此它们在被人传诵的同时, 也在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意识形

态。 正因为如此, 所以大运河诗词具备了一种无形的力量, 其蕴含的思想和价值取向不仅会影响普通

读者, 也必然会影响关注大运河、 甚至决定大运河 “命运” 的人, 并通过这些人而影响大运河的存在

状态。 如前所述, 对于大运河的评判文人们的观点在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 这一方面是因为大运河

的功能与形态发生了改变,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文人墨客在写诗填词的时候受到了社会上的某种思潮的

影响, 而这种思潮又极有可能起源于其他诗人、 词人们的诗词创作。 众所周知, 晚唐的皮日休是最早

赞扬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诗人之一, 从现存的诗集来看, 之前几乎没有任何诗人赞同隋炀帝这一工程。
皮日休发现了隋炀帝大运河工程的功利之所在, 不过在当时这样的看法往往难以为普通民众所理解,
于是他便写诗以言之。 许棠等诗人受到皮日休的影响后开始一改以往文学创作对大运河的全盘否定与

全面批判, 转而发展成为一种 “重评大运河” 的新的社会文化思潮。 之后, 随着这些诗词不断地流传

到民间, 随着运河给人们带来的好处越来越明显, 人们也都开始普遍地肯定隋炀帝的运河开凿之功

———大运河诗词在此促进人们的意识形态完成了一次巨大转变, 从而有助于当时和后世对大运河的积

极保护、 开发与利用。
综上所述, 大运河诗词不仅是 “大运河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结构和形态上深刻表现着 “大

运河文化”, 也通过特定思想的表达, 形成一种新的思想潮流, 影响人们对大运河的看法和态度, 进而

对 “大运河文化” 乃至对整个作为物质存在的大运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若非如此, 中国大运河

有可能不是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模样, 或者甚至已经消失。 因此, 大运河诗词, 作为大运河这一物质文

化遗产的非物质文化形态, 不仅是 “镜” 而以其赖以存在的物质文化为 “源”, 同时也发出了思想或精

神之 “力”, 在推 “动” 着作为物质文化的大运河朝着特定的方向发展。

三、 结 　 语

本文分析、 论述了作为非物质文化形态的大运河诗词与其物质文化 “母体” ———大运河之间的

“互动” 关系。 基于全文的论述、 可以说, 正是由于大运河诗词等非物质文化形态的存在和作用, 中国

大运河才不仅仅是一条运输、 交通的河流, 更是一条文学、 艺术与文化的河流, 它是一条同时拥有经

济价值、 政治价值、 艺术价值、 文化价值的中国文化 “母亲河”, 是不可多得的人类财富, 是当之无愧

的世界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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